Durkheim, E!mile 涂爾幹（1858～1917） 法國實證論（Positiv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43,Name=Positivism}）派的社會學家，一般認為他與韋伯（Weber{\LinkToBook:TopicID=1227,Name=Weber, Max 韋伯}）同為現代社會學（參宗教社會學，Sociology of Relig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95,Name=Sociology of Religion}）的開山祖。
　　生平。涂爾幹的家庭及成長背景，與他這個人和日後的成就，有不可分的關係。他原生於一個貧苦的猶太人家庭，父母希望他長大成人，可以繼承父業，作個猶太拉比。但他的父親在他未到二十歲便離世，家庭重責落在他的肩頭上，加上當時法國東部與德國的關係日益緊張，使這年輕人成了一個自律甚嚴的人，很早便相信努力甚至是困苦，比享樂更能使人的靈性成熟。
　　求學期間，他的成績優異，成為巴黎當時最出名的學院（E!cole Normale Superieure）的學生。後來認識了另一天才橫溢的饒勒斯（Jean Jaure&s，後來領導法國社會黨的人），二人立志以哲學、道德及社會改革，來改善社會。
　　涂爾幹比饒勒斯遲一年畢業，那時他的宗教信仰已經喪失，變得完全世俗化起來，但仍然相信道德重整能救國。當時第三共和國許多哲學家都相信，單純靠政治改革並不成功，因為改革之人的道德操守若非不存在，就是非常微弱，有時甚至是互相矛盾；他們相信科學，特別是社會科學和徹底的教育改革，才能避免混亂(他稱之為anomie)。
　　學院內自由的氣氛，對涂爾幹極具吸引力，他可以自由地討論種種形上學（Metaphysics{\LinkToBook:TopicID=786,Name=Metaphysics}）和政治問題，再加上那一代年輕學人的烏托邦理想和熱情，一個將來的國家領袖便給培養起來，深得同學和老師的欣賞。但涂爾幹對當時流行的華麗詞藻，和只重表面風光的風氣，感到極不耐煩；他的哲學老師則批評他太沈迷昔日的風華。
　　畢業後，他在中學教哲學課程（1882～7），其間有一年（1885～6）在德國做研究，認識實驗心理學的鼻祖馮特（Wilhelm Wundt）。他回國後成為波爾多大學（University of Bordeaux）的講師，後來升為教授，講授社會哲學，直到1902年。
　　分析法。涂爾幹熟悉好幾國語言，在他創辦的法國有名的學術期刊LAnnee Sociologique，評論英、德、意等國家的學術作品。但有段時間，外國的社會科學家不能接受他，說他既沒到多國觀察研究，亦從沒做過實地研究。他對澳洲、新幾內亞，和愛斯基摩等民族收集的大批資料，全是來自其他人類學家、旅遊者，和宣教士。
　　涂爾幹並沒有因這些批評改變，事實上他不是對實際的考察沒興趣，只是覺得長途跋涉去到偏遠角落考察得來的資料，未必有實際的意義。對他來說，單純一個事實是沒多大意義的，事實必須被分類起來，加以分析，歸納成律則，才有意義可言。他不斷強調，我們一定要按事物的內在真相，把收集得來的資料組織起來，才會獲得知識；單從外面觀察一些零碎的事實，是不會得到真知識的。他對宗教的觀察而獲得的圖騰思想，其過程正與馬克斯發展出來的階級觀念相近。
　　涂爾幹對研究宗教的興趣，並不在於了解初民（圖騰）的宗教現象，而是這些現象對現代社會的意義。他一生所寫，對後代發生巨大影響的作品，大多數與他早期經歷（特別是1870～80年代）有密切的關係。第二帝國隨著德國在1870年打敗法國而崩潰，法國本土的學者和政客，對當時國際情勢又不熟悉，招來一場慘痛的失敗；加上巴黎公社自1871年獲得權力之後展開破壞，對年輕的涂爾幹留下巨大的影響。他與當代年輕知識分子日後回顧，都歸咎是資本主義社會與工人階級分割而引起的禍害。
　　他認為科學與科技未必會為社會帶來進步繁榮；人已變得無法無紀，物質進步同時亦把人的貪念和肉慾激發出來，徹底破壞社會的平衡。他在兩本巨著內詳細闡述這些思想，第一本是他的博士論文《社會分工》（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social, 1893），和稍後的《論自殺》（Le Suicide, 1897）。在第一本書中，他認為科技與機械化已經危害到倫理和社會的結構；而工序分得愈精細，工人與他的產品就愈疏割，人已不能由頭至尾完成一件產品。在第二本書，他認為一個人際關係愈密切的社會，自殺的可能就愈低，因為人與文化的關係亦愈密切；反之，自殺率就會愈高。因此一個看似是個人的行動，是可以透過社會學來解釋的。
　　叫涂爾幹聲名遠播的，卻是《社會學方法的規則》（Les Re&gles de la methode sociologique）；現代人認為他與韋伯{\LinkToBook:TopicID=1227,Name=Weber, Max 韋伯}是現代社會學的開山祖，與此書有莫大的關係。涂爾幹把初期社會學理，提升至科學的地位，卻令當時老派的哲學家大感不安，對他圍攻。
　　接近上世紀末發生的德雷福斯事件，亦大大改變了涂爾幹（參反猶太主義，Anti-Semi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42,Name=Anti-Semitism}）。事緣一個猶太公職人員德雷福斯（Alfred Dreyfus）被誣告為德國間諜，整個事件自始便顯出是有陰謀的。身為猶太人後裔的涂爾幹挺身而出，為被誣告的人請命，惹怒法國上下人等；涂爾幹於是體會到，文明進步事實上不能消除人心底的仇恨。他亦因此一生不被選為法國最受重視的「法國學社」（Institut de France）會員。
　　他開始轉向教育與宗教求助，認為這是改革人心最巨大的兩個力量。但這兩個力量均已僵化，涂爾幹努力投身，希望為它們注入新的生命。他參加無數的委員會，希望改變當時的教育課程，重新提倡哲學的講授，自己又參與訓練師資的工作；他的同事驚訝又佩服他的熱誠。他的教育理論發表為《法國教育的演進》（L' E&!volution pedagogique en France, 1938），至今為止仍是此科最好的一本書。
　　他晚期最重要的一本書，與宗教有直接的關係，名為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》（Les Formes ele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， 芮德明、趙學元譯，桂冠，1992）。他說，一切宗教的基本特性，都源於人把萬物分為兩個層次，即聖與俗；「信仰、神話、教義及傳說，都是表達神聖事物的代表」（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》，取自英譯本，1915，p. 37）。這些代表是集體性的，因為它們都是從人類的社會經驗生發出來。集體性代表的最早期形式，就是圖騰；「它既代表神，亦代表社會」（p. 206）。人需要創造圖騰，因為人要表達集體的感情；故此他認為宗教傳統的形成，禮儀比神話更為早期，也更重要。在這方面，他受蘇格蘭聖經學者斯密特（W. Robertson Smith, 1846～94）的影響最深。
　　比起其他實證派社會科學家（如孔德，A. Comte），涂爾幹並沒有把社會學看作萬能，他不認為社會一切的現象，均可以按其功能（如維持社會平衡）來解釋。終其一生，他致力的是建立一門正面的社會科學，作為引導人社會行為的準則，使社會不受攪擾及動亂之苦。
　　去世及影響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，徹底粉碎他的遠象。他一生過度的工作、教書、寫作，提出無數改革方案，以及把看似無限的熱情灌輸給門生，已把健康弄垮。戰事爆發前，他已瀕於崩潰邊緣。1916年，他惟一的兒子戰死沙場，他內心完全粉碎，但外表仍然假裝無事。再加上此時他的同事，和其他偏激的民族主義者對他大肆攻擊，說他只是教導德國抽象東西的教授；在內憂外患的攻擊下，他在1916年十一月離世。
　　涂爾幹留下一個極其輝煌的社會學系在法國，從裡面而出的名家很多（如︰Marcel Mauss, Claude Levi-Strauss）；自他之後，法國的法學、經濟學、漢學、語言學、民族學、藝術史，及歷史等研究方向，莫不受他的影響。
　　對基督教而言，他的學說對聖經研究影響不算深遠；若有的話，也是對一些在近代已漸失重要性的學者（如︰A. Lods, 1867～1948; C. A. H. Guignebert, 1867～1936）；但他對宗教社會學及神學的影響，就極為深遠了。他為後世揭開宗教學新的一頁，叫人注意到宗教的社會意義；他提出的問題，是現代神學家仍然努力要回應的。他在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》所說的，並不如一些後來利用他的學說，來誣毀宗教的人（及神學家）所說的那樣消極；他以一個不可知論者（Agno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2,Name=Agnosticism}）的身分，而提出對宗教如此富同情心的理論，是我們要欣賞的。他至死仍然相信宗教所能的，是許多社會改革家所做不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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